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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表演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随着话剧民族化进程

的逐渐推进，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也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

莎士比亚戏剧表演被看作西方话剧表演的典范，承担着社会宣传和启蒙民众的

民族化使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话剧表演借鉴戏曲元素的民族化倾向也体现
在莎士比亚话剧表演中，与此同时，中国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推动了同时期的

莎士比亚戏曲表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成果体现在先锋莎士
比亚话剧表演中；２１世纪以来，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特征引起了人们的
注意，但无法调和与先锋性之间看似对立的关系。因此，只有理顺中国先锋话

剧民族化和先锋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

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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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内

涵不断演变。中国莎士比亚戏剧（下文简称

“莎剧”）表演与话剧民族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后者是解读前者的一个重要视角。

根据胡星亮的说法，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正式提

出是在“五四”前后［１］２６７－２８７。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

代的话剧民族化指的是话剧的大众化，是应社

会宣传和启蒙民众的急需而进行的民族形式探

索。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话剧民族化指的是

现实主义话剧对中国戏曲元素的利用，这时期

产生了《虎符》《蔡文姬》等代表作。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话剧民族化指的是实验话剧对中国传统

戏曲中叙述感、假定性等艺术手法的借鉴和对

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比中

国实验话剧更加偏离现实主义轨道的中国先锋

话剧快速发展，然而话剧民族化的理论探索还

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水平上，没有把先锋

话剧纳入到其研究视野中，因此先锋性被看作

民族化的对立面。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先锋话剧

的民族化特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话剧民族化

的理论建设继续推进。以话剧民族化及其概念

演进为维度考察中国莎剧表演，可以更清晰地

勾勒中国莎剧表演的民族化轨迹，更好地分析先

锋莎士比亚话剧等新产生的中国莎剧表演形式。

对于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批

评界多注重其与中国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对

于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的中国莎剧表演民族

化，批评界重视其斯坦尼现实主义体系的表演

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莎剧表演民族化表现

为现实主义莎士比亚话剧表演和莎士比亚戏曲

表演。对于现实主义莎士比亚话剧表演，李伟

民［２］发现张奇虹导演的话剧《威尼斯商人》

（１９８０）有对中国传统戏曲写意性的借鉴；对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量涌现的戏曲形式的莎剧表

演，Ｍ．Ｔｉａｎ［３］认为，这是由实验话剧对中国传

统戏曲表演手法的推崇所造成的；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直到２１世纪才引

起注意。２１世纪以来，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

成为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的主要研究对象，穆

海亮等［４－５］从具体表演策略入手分析了先锋莎

士比亚话剧表演民族化的一面。上述莎剧表演

民族化的研究多聚焦于某一部莎剧或某一类型

的莎剧，缺乏宏观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拟

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莎剧表演与话剧民族化

之间的关系。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莎剧表演

形式的反民族化

　　１９４９年前，中国话剧经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大众化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与实

践［１］２８２，越来越被中国普通大众所接受，成为社

会宣传和启蒙民众［１］２７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

背景下，当时的中国莎剧表演也试图承担救亡

图存的任务。焦菊隐［６］认为，我们从哈姆雷特

的悲剧中得到一个结论，即抗战的胜利，系于全

国人民的和谐行动，更系于毫不犹豫地马上去

行动，所以他于１９４２年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

演的《哈姆雷特》力图宣传抗战的必要性。但

是，《哈姆雷特》（１９４２）的表演形式却是西方化

的。据黄诗芸所述，１９４２年《纽约时报》评论焦

菊隐的《哈姆雷特》（１９４２）时，注意到的是演员

的西式化装和假鼻子，大鼻子惨不忍睹［７］。可

见，当时莎剧的表演形式并没有开始民族化探

索。１９４９年后，莎剧表演被看作斯坦尼现实主

义体系的范本。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共有三部莎剧

在中国上演，即《罗密欧与朱丽叶》（１９５６）、《无

事生非》（１９５７）、《第十二夜》（１９５７），多由苏

联戏剧专家导演［８］，这几部莎剧让中国演员更

了解斯坦尼现实主义表演体系。总之，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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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之前，莎剧的表演形式通常带有西方化

（反民族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莎剧表演形式的这种反

民族化倾向与中国话剧莎士比亚化的趋势相

关。方平［９］认为，莎士比亚化主要有三个特点：

其一，让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获得自己的生

命；其二，让他笔下的众多的人分享他（诗人）

的才华；其三，在富于激情的时刻，把自己人格

的光辉投射在剧中人物身上。这些特点影响到

了中国话剧的创作。例如，莎剧对曹禺、田汉、

郭沫若话剧创作都产生了影响。同时，莎剧作

为西方戏剧的代表，其剧本和表演都对中国传

统戏曲产生了影响。正如 Ｘ．Ｙ．Ｚｈａｎｇ的总

结［１０］：其一，莎剧已经取代传统戏曲，成为中国

文化圈中最重要的戏剧形式；其二，莎剧不仅主

导着中国的戏剧圈，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

代中国所有的剧场活动；其三，莎士比亚已经把

过时的中国传统戏曲逼到了灭绝的边缘，中国

传统戏曲只有在革新中丧失自己的特性才能生

存下去。这一结论引起不少争议，Ｒ．Ｒ．Ｌｉ［１１］认

为，Ｘ．Ｙ．Ｚｈａｎｇ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戏剧已经

取代传统戏曲成为中国文化圈中最重要的戏剧

形式”的论断太夸张、太主观。事实上，莎剧并

没有直接挤压中国传统戏曲，而是莎士比亚化

促使话剧发展壮大，间接导致中国传统戏曲边缘

化。总之，这一阶段的莎剧还是作为一种外来的

表演方式展现在话剧舞台上，没有表现出过多的

民族化倾向。

　　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话剧民族化与
中国莎剧表演形式的戏曲化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中国莎剧表演并未

表现出戏曲化倾向，但是话剧表演已经展现出

戏曲化倾向。１９４９年初期，斯坦尼拉夫斯基体

系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大

规模传播［１２］，全国大大小小的剧团都在学习这

种体系，包括戏曲剧团。在此期间，焦菊隐导演

了《龙须沟》（１９５１）、《茶馆》（１９５８）、《蔡文姬》

（１９５９）等现实主义作品。《龙须沟》（１９５１）基

本按照斯坦尼现实主义体系排练；在《茶馆》

（１９５８）中，焦菊隐开始利用中国戏曲中的“亮

相”等技巧；而在《蔡文姬》（１９５９）中，焦菊隐结

合了现实主义和中国戏曲的某些程式，试图制

造一种写意的效果。在焦菊隐的散乱笔记中发

现的大约写于１９６３年的《论民族化（提纲）》中

这样写道，“不直、不露、留有观众想象、创造的

余地……这正是中国戏曲传统的特点”［１３］。焦

菊隐试图在现实主义话剧中创造出一种来自中

国戏曲的诗意，但是“焦先生的试验尚未摆脱

戏曲的程式，因此仍不免流露出戏曲表演的痕

迹”［１４］。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话剧民族化

的戏曲化倾向才在莎剧表演中得到体现。例

如，张奇虹导演的《威尼斯商人》（１９８０）继承发

展了中国话剧改编莎剧的现实主义美学传

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

美学表现手法［１５］，产生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演出

效果。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反现实主义

为特征的实验话剧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戏曲形式

的莎剧表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戏剧界开始了

一场强烈的反现实主义运动。以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剧作家高行健和导演林兆华为代表的话剧

工作者借鉴布莱希特、阿尔托、梅耶荷德、格洛

托夫斯基等人的戏剧理论，并从中国传统戏曲

中找到对等物，一场以回归中国戏曲传统为名

的实验戏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场运动

的主战场在话剧界，但是高行健认为，如今我们

称之为话剧的戏剧不必把自己仅仅限死为说话

的艺术［１６］４４，他将实验话剧称作“现代戏剧”，现

代戏剧重新捡回面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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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哑剧、木偶乃至于武术和魔术这些戏剧的

传统手段统统捡回来了［１６］６６。因此，话剧界以

回归中国戏曲传统为名的反现实主义运动引起

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视，这种运动体现

在莎剧表演中，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形式莎剧表

演的集中出现。Ｍ．Ｔｉａｎ曾评价说：即使中国戏

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之间存在某些表面的相似，

两者根本上还是不同的，用中国戏曲形式演出

莎士比亚的意义在于，反现实主义话剧运动对

莎士比亚戏剧的想象得以注入传统戏曲中［３］。

在１９８６年第一届中国莎剧节上，以中国戏

曲形式表演的莎剧有五部，此后还有多部戏曲

形式的莎剧出现，这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

注。对于用戏曲形式演绎莎剧，历来褒贬不一。

黄佐临［１７］从舞台、布景、服饰等方面比较了莎

剧和中国传统戏曲，认为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演

出莎剧，将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不管表现什

么，无论是鬼怪还是神仙，也无论是火或雷、格

斗或求爱，在中国戏曲的舞台技术中总能找到

体现的方法。陆谷孙表达了他对莎剧戏曲化的

担忧，认为两者的重合或相通多数发生在舞台

空间的范畴，很难通过引申来证明两者在思维

空间上也一定那么相似［１８］３６，正因为我们面对

的是这样两种个性都比较强的文化形态，在融合

两者的时候就尤其需要审慎［１８］３７。与这两种批

评立场相对应，戏曲形式的莎剧主要有以下

两类。

一类是把莎剧的人物、情节、背景置换成中

国的，并用中国戏曲形式来演出，如改编自《麦

克白》的昆曲《血手记》（１９８６）和改编自《哈姆

雷特》的越剧《王子复仇记》（１９９４）。《血手

记》的情节、人名、背景、服装、唱词、分幕都中

国化了。对此，黄佐临认为，中国戏曲可以保留

莎士比亚诗剧的特性。但Ｍ．Ｔｉａｎ认为，当莎士

比亚的诗被翻译成汉语，按照昆曲固定的格律

节奏重新整合之后，莎士比亚的诗歌韵味就很

难保留了［３］２０５。在谈到越剧《王子复仇记》

（１９９４）时，Ｍ．Ｔｉａｎ认为使观众着迷的并不是所

谓的丰富了中国戏曲的莎士比亚诗行、心理或

哲学，而仅仅是演员程式化的动作［３］２０６。可见，

中国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在一定程度上置换掉了

莎剧丰富的内涵。所以，即使中国戏曲和莎剧

之间存在某些表面的相似性，两者从根本上还

是不同的。

另一类是中西结合的风格，故事情节、背景

保持原貌，用中国戏曲的形式演出。在１９８６年

第一届莎剧节上，胡伟民导演的越剧《第十二

夜》是最忠实于原著的，其台词、情节、人名、背

景、服装都与莎士比亚原作一致，但是对中国戏

曲原有的生旦净丑角色划分、身段、动作都作出

了修改［３］２０８，也就是说破坏了中国戏曲的程式。

作为一位话剧导演，胡伟民凭借话剧《母亲的

歌》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实验话剧的领军

人物。由胡伟民来导演戏曲形式的莎剧，说明

了中国莎士比亚戏曲表演的兴盛与实验话剧发

展之间的相关性。

这两类戏曲形式的莎剧虽各有偏颇，但一

直有人在尝试。前者如中国台湾的吴兴国，致

力于用京剧演绎莎剧，其导演和表演了《李尔

在此》（１９９８）等莎士比亚戏曲；后者如王晓鹰，

其《理查三世》（２０１２）用京剧的程式、身段、神

态、服装演绎莎剧，保留了莎剧台词，没有唱腔。

　　三、１９９０年以后：实验话剧和先锋
莎士比亚话剧表演的民族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直

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体现在中国先锋莎士比亚

话剧表演中。推进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的代

表人物是林兆华，其导演的先锋莎士比亚话剧

是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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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中国实验话剧的民族

化，是Ｍ．Ｔｉａｎ所说的中西戏剧跨文化“替换性

置换”的产物，这一置换的历史还要追溯到梅

兰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赴苏联演出。梅兰芳的演

出启发了不少西方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了

“陌生化效果”的概念，梅耶荷德提出了“假定

性”的概念。Ｍ．Ｔｉａｎ认为，梅兰芳和中国戏曲

的精髓已经被２０世纪西方先锋戏剧的特点所

置换［３］３３。西方这些戏剧家对中国戏曲并非真

的很了解，他们对中国戏曲的理解是基于自身

文化的一种想象。当梅兰芳的戏曲演出在西方

先锋戏剧中产生影响的时候，斯坦尼的现实主

义演剧体系却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直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推倒斯坦尼“第四堵墙”的呼声

越来越高。以高行健和林兆华为代表的中国戏

剧家一方面借鉴西方先锋戏剧反现实的观念和

手法，包括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和“叙事

剧”、梅耶荷德的“假定性”、阿尔托的“残酷戏

剧”等；另一方面在中国戏曲中寻找灵感，提出

自己的概念，如“演员的中性状态”“全能戏剧”

“复调的戏剧”等，试图推进中国实验话剧的民

族化进程。具体说来，“演员的中性状态”借用

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演员自由跳进跳出角色的表

演状态；“全能戏剧”借用了中国传统戏曲将歌

舞、傀儡、杂技等融入戏曲表演的策略；“复调

的戏剧”则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多重情节和主

题并行的特点。这三个戏剧表演概念都借鉴了

中国传统戏曲叙述化表演的倾向。

然而戏剧研究者更关注中国实验话剧借鉴

西方先锋戏剧的那一面。对于高行健的“全能

戏剧”概念，Ｍ．Ｔｉａｎ认为，受到阿尔托、梅耶荷

德、布莱希特、格洛托夫斯基的影响，高行健提

出了“全能戏剧”的概念，强调剧场性、叙述方

法、演员表演的中心地位、演员和观众的直接交

流［３］１８０；Ｘ．Ｍ．Ｃｈｅｎ认为，“全能戏剧”和阿尔托

的“残酷戏剧”有很深的联系［１９］。而高行健之

所以强调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借鉴，是因为中国

的实验话剧家更希望为他们借鉴来的话剧观念

和方法找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他们就回到中国

戏曲的传统……这时他们所谓的中国传统戏曲

的精髓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先锋戏剧概念替换

了［３］１８４。因此，中国的实验话剧有西方先锋戏

剧和中国传统戏曲“两副面孔”。

在中国实验话剧中西“两副面孔”的影响

之下，林兆华的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也表现

出了中西“两副面孔”，但是他是以民族化表演

为创作动机的。莎剧剧本虽说不乏独白、旁白

等叙述性成分，但是本质上还是对话体戏剧。

林兆华保留了莎剧剧情，他试图利用中国戏曲

中特有的叙述化表演去演绎莎剧，从而实现莎

剧表演的民族化。然而，这种尝试打乱了传统

意义上台词和动作的对应关系，必然会引起不

少矛盾。所以，林兆华的叙述化表演探索是一

个不断摸索、不断失败、不断调适的过程，用周

宁的话语交流理论来看，就是一个由内交流系

统向外交流系统逐渐推进的过程。周宁将戏剧

的话语交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剧中人物之间

的内交流系统；二是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外交流系

统。内交流系统中的话语称为“戏剧性对话”，

外交流系统中的话语称为“代言性的叙述”［２０］。

林兆华对先锋话剧的民族化探索就是由内交流

系统一步步向外交流系统逐渐推进的过程。

具体到林兆华导演的四部莎剧，演员的台

词和形体动作由《哈姆雷特》（１９９０）中的一致

关系演变为《理查三世》（２００１）中的差异关系，

再演变为《大将军寇流兰》（２００７）和《仲夏夜之

梦》（２０１７）中补偿与分立的关系；主人公由角

色演变为叙述者，再演变为演员。在《哈姆雷

特》（１９９０）中，林兆华首次松动了演员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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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理查三世》（２００１）

中，林兆华增加了代言性叙述者。在《大将军

寇流兰》（２００７）中，林兆华让演员以自己的身

份充当叙述者。在《仲夏夜之梦》（２０１７）中，林

兆华让演员以莎剧情节为蓝本即兴表演。在这

一探索过程中，林兆华逐渐摆脱了斯坦尼现实

主义演剧体系对演员“我就是”［２１］式的束缚，使

演员从角色背后慢慢显现出来，达到了中国传统

戏曲中演员自由跳进跳出角色的状态，实现了叙

述感。

　　四、２１世纪：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
演民族化的理论阐发

　　中国实验话剧的民族化探索在中国先锋莎

剧中的表现长期被忽略。直至２１世纪，中国先

锋莎剧的民族化倾向才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例如，穆海亮［４］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演员

跳进跳出角色在《哈姆雷特》（１９９０）和《理查三
世》（２００１）中的体现。他发现，排演《哈姆雷
特》，角色换位不时出现，演员必须能够体会每

一个角色的感受，同时又不能完全与之融合，要

能够及时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角色转变为另一

个角色；理查三世的扮演者就不停地对其扮演

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直接的评述，将扮演者和

扮演对象相剥离。因此，林兆华让演员“跳进

跳出”的策略印证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方式的

虚拟性、综合性和间离性［４］；徐晓钟等［２２］注意

到了林兆华对中国传统戏曲手法的利用：他

（林兆华）往往用中国戏曲假定性手法或从民

间艺术中寻找形式来构建自己的舞台语汇，把

木偶戏、皮影戏、二人转等融入其中，构成象征

或意象，如《理查三世》中的“老鹰捉小鸡”。总

之，研究者们发现了林兆华莎剧的表演形式和中

国戏曲之间的某种联系。

然而，这些零散的分析并不能很有说服力

地证明林兆华先锋莎士比亚话剧是话剧民族化

的产物。林兆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实验话剧
作品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接纳。于是之［２３］

指出，林兆华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第三阶段的

代表人物，认为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作品《绝
对信号》《车站》《野人》《狗儿爷涅?》都是在

北京人艺传统的基础上走向多元化发展新阶段

的作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林兆华导演的
现实主义话剧被接纳，如《万家灯火》《风月无

边》《窝头会馆》等。可是，一旦提到林兆华

１９９０年后的先锋话剧作品（包括他导演的莎士
比亚话剧），“北京人艺逆子”［２４］２１５这个名号马

上就冒出来了。刘平比较了２００１年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复排的《蔡文姬》和林兆华的《理查三

世》，认为前者可以看到焦菊隐先生的创新精

神，即他为实现话剧民族化而吸收传统戏曲的

艺术手法，恰到好处地融入到话剧创作中去的

艺术美学追求［２５］４；而后者观众恐怕连剧情都看

不大懂［２４］４。如果持这种看法的研究者听到

《理查三世》是话剧民族化的新作品，他们一定

会觉得莫名其妙，难道是中华戏曲界列祖列宗

之英魂成功搜寻转世灵童的结果［２６］？

由此可见，对先锋莎剧表演的研究走向了

民族化和先锋性针锋相对的局面。这是因为，

研究者在研究先锋莎士比亚话剧时，忽视了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莎剧表演和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国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之间的关系。
如果回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实验话剧民族
化探索，就会注意中国实验话剧和先锋莎士比

亚话剧产生民族化和先锋性双重特征的历史条

件，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只是没有找到

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而已。

已经有少数研究者从叙述化表演的角度来

分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实验话剧和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话剧的民族化进程。Ｗ．
Ｙ．Ｌｉｎ认为，林兆华利用了中国戏曲中的叙述
化表演让先锋话剧演员也达到了跳进跳出角色

的自由状态［２７］。正是通过演员的叙述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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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华包括莎剧在内的先锋话剧才塑造了有别

于剧本原有主题的第二主题。在叙述化表演探

索的过程中，林兆华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先锋

性会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但是叙述化表演探索

的最终目标是话剧民族化。只有在话剧民族化

层面理清民族化与先锋性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

读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的民族化倾向，这

也是当代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研究的新方向。

　　五、结语

　　总之，莎剧在中国的表演与话剧的民族化
经历了相似的轨迹，由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中国

传统表演艺术的对立面转变为戏曲化的表演，

再随着先锋话剧一起成为中西戏剧表演艺术融

合的实验场。对中国莎剧表演在话剧民族化影

响之下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还原，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诠释中国的莎剧表演。在话剧传入中国

这１００多年，“话剧民族化”这个概念在１９４９年

前、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和２１

世纪以来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并不一致。尤

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现实主义话剧、戏曲化的

话剧和先锋话剧等话剧形式同时并存。到２１

世纪，话剧民族化呈现出杂语共生的局面，因此

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难以把握。只有推

进当代话剧民族化的理论建设，才能更有深度

地研究当代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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